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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的艺术: 华夏“察言观色”论的意蕴、技巧与伦理
*
■ 谢清果 米湘月
【内容摘要】 “察言观色”是中国传统“家天下”文化背景养成的说服传播技巧。在梳理“察言观色”词
源学与哲学意蕴及其历史流变的同时，引入戈夫曼的社会情境理论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来加以阐释，从
而论述了“察言观色”在中国说服传播视阈中的深刻内涵，剖析其产生的社会制度背景和传播结构，总结
出其艺术表现，并在与古希腊说服的比较中阐发出其背后蕴含着的中国传统传播艺术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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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传播中的说服传播研究主要围绕说服制度以
及说服策略两个方面展开。已有的中国古代说服传播
的研究成果有两个不足之处: 一是碎片化，体现在成果
集中于对说服策略和技巧的研究，而由于策略和技巧
是无限的，因此如果离开具体情境来讲策略与技术，这
种研究从理论上看是没有意义的; 二是由碎片化研究
所导致的研究深度的欠缺，即研究更多地停留于介绍
说服技巧，而没有努力勾勒出完整的理论框架。①换言
之，尽管前人已经针对华夏说服技巧进行了详尽的梳
理，但是仍缺乏一个脱离具体情境的共通的基本准则;
且目前华夏说服传播研究缺乏对说服传播技巧及其背
后社会结构、文化背景进行系统性的挖掘。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认为“察言观色”论是一种从
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出的有关说服传播的理论概括与
实践技巧的系统总结，且因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含
摄力，体现出华夏传播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特质与殊
异技巧，从而能够妥当地解决策略技巧离开具体情境
就失去意义的问题。“察言观色”论包含人们交往实
践中对所处情景言语与非言语层面的全面考量，是说
服沟通过程中不断进行的对被说服者的综合评估，进
而影响到在沟通中双方如何运用具体说服技巧与说服
策略以达成最佳说服效果，从而体现出高超的说服艺
术。因此，可以说说服艺术的展演贯穿于说服活动乃
至人际沟通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华夏说服传播
理论就是“察言观色”论。“察言观色”论源自中国人
千百年的交往实践，也包括对蕴含在中国传统典籍中
信息( 意义) 接受观的归纳提升，因此具备足够的抽象
度和解释力②，能够展示中国人在说服实践中的整体
思想脉络和丰富多彩的沟通艺术。“察言观色”论强
调的是受者视角以及其对符号的观察与领悟，这些都
体现出说服过程的具身性与艺术性。同时，“察言观
色”论既是对具体说服艺术的理论提升，又涵盖了说服
艺术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惯习，能够从小见大，展示
说服艺术的纵向全景，因此以“察言观色”论来呈现中
国人说服的艺术，进而构建中国说服传播理论是可行
的。为此，本研究就“察言观色”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
说服理论表述与艺术表达，进行系统全面的剖析，力求
系统阐释中国传统说服艺术的思想内涵与文化特质，
从而为建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说服学理论和传播
艺术体系奠定基础。
一、作为华夏说服艺术理论表征的“察言观色”论
“察言观色”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生存的基本法则，
越能够“察言观色”的人，就越能够在中华文化的社会
情境中如鱼得水。那么，从传播学角度考察，“察言观
色”的社会实践背后究竟蕴藏着何等丰富的说服思想
与艺术技巧?
( 一) 说服艺术传播视角下的“察言观色”
从说服传播理论而言，“察言观色”以“传播的接
受观”为立足点。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编码和译码
理论认为，事物本身没有意义，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
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以及人们对
意义的解码。在中国古代，人们有关“译码”即接受的
核心词汇就有“观”与“察”两个概念。与西方个人主
义下崇尚的“表达观点”不同，中国古代文化一直尊崇
“慎言”精神，而“察言观色”则是“慎言”这种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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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实与体现。“观”是一种细致而优雅的意义接受，
强调从整体的角度观察对象的多样性与矛盾性。③世
界上的一切事物、言语与意义通过人的观察能够融为
一体，达到物我通融的境界。“观”与“察”实际上是关
注信息接受一端对意义的接受，这与中国古人的“接受
主体性”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在古代传播效果研究
中，古人更加注重的是观察的技巧这一环。庄子在《齐
物论》中 提 到“欲 是 其 所 非 而 非 其 所 是，则 莫 若 以
明”④。而墨家学派也提出:“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
务为文而务为察。”⑤墨家认为，语言并不是人的存在
的本体世界。人的本体是心和行，心的本性是智，是
慧，而智慧是明辨事物。可见，在华夏说服传播中，是
特别强调受众主体性的观察体验的。
要达到说服的目的，“察言观色”是说服者思考说
什么话和如何说的前提。在《韩非子·难言》中韩非
子提出传播中传者与受者的差异导致说服效果的迥
异:“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 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
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訾诽谤，大者患祸灾难死
亡及其身。”⑥彼得斯也在《交流的无奈》中提出对于情
境的不同理解导致人们难以达到真正的交流。可见，
在传播的过程中，注意考察接受者的接受情况是一个
重要的艺术问题，接受者的文化教育水平、心情状态、
个人喜好以及价值观等都影响着传播者的说服艺术策
略运用的效果。只有站在说服沟通的接受者的立场
上，察明其心思与喜好，才能使得说服艺术的策略得以
有效运行。如果没有“察言观色”，只是将前人的说服
技巧生搬硬套，而忽视传播中的接受者，说服沟通自然
无法达成目的。从这个层面而言，“察言观色”是以说
服沟通中的“接受者”为核心视角，以不变应万变而抽
象出的说服沟通艺术。只不过，在人际互动中，传受双
方是不断易位的，但双方始终都应当“察言观色”从而
保证沟通艺术的高效与深入。
( 二) “察言观色”在说服艺术传播中的涵义
“察言观色”作为一种说服的艺术，在中华文化语
境中意味深刻，这里一方面探讨其如何嵌入中国文化
脉络之中，另一方面运用中西理论比较的方法，进一步
阐明其背后的深刻意涵。
1．“察言观色”: 一种体认传播的理性思索
“察言观色”一词最早出自于《论语·颜渊》: “夫
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这是孔
子教导学生时，强调要善于观察别人说话的脸色，从而
体察心意。从词源学上，《说文解字》中许慎对“观”的
解释是一种融合了视觉活动与心灵活动的理性直观的
活动。“观”与“察”作为动词，最基本的涵义是用眼睛
去看的视觉活动，但却不只是这个动作本身，它们在词
源学意义 上 是 指 洞 见。此 洞 见 不 同 于 一 般 的“视”
“见”，它虽具有“视”“见”的动作，却同时具有洞察本
质的意义⑦，而要洞察本质则必须从整体角度观察对
象的多样性与矛盾性。从哲学历史来看，无论是在纵
向历史的流变中，还是在横向的各家传统哲学学派里，
都越来越 强 调“观”的“理 性 思 考”的 内 涵。孔 子 将
“观”与“兴、群、怨”并列在一起，认为“观”可以考察国
家的得失，而这里的“观”必然已经超过了“看”的动
作，建立了视觉与心灵的联系。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
熹也认可了“观”的认知作用: “予尝窃推《易》说以观
天下之人”“磊磊落落，无纤芥可疑者”“闪倏狡狯，不
可方物者”。⑧除了儒家学派，“观”还是佛教的一种修
行方式，“直指人性，见性成佛”⑨成为了其认知本体与
客体的方式。道家老庄也深入探讨了“观”的理性思
考方式，建立了“观”与“道”的联系，提出“以道观之”
的角度。因此，“察言观色”论是基于观色与察言的艺
术在人际互动中实现的对事情本质的一种深刻洞察，
即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察言观
色”论可谓是体悟中华文化精神的一扇窗户。
2．“察言观色”: 儒道法墨潜心探讨的方向
从“察言观色”的传播学含义上看，首先关注的是
言，突出言为心声，即察言是要听心声，注意弦外之音，
这要求说服者对言语传播具有较高的掌握能力。其
次，注意观色，色即表情，相面是在非言语传播环节里
需要掌握的功夫。
“察言观色”是说服传播艺术中的基本原则，一直
受到古代各家学派的重视。儒家文化中，孔子很讲究
不直接用言语，而多用姿态容貌等方式进行人际交流。
与人交际，先要“察言观色”。应对不同的人，就要付
之不同的言语及非言语符号，强调“敏于事而慎于言”
( 《论语·学 而》) ，“讷 于 言 而 敏 于 行”( 《论 语·里
仁》) 。道 家 更 是 强 调“希 言 自 然”( 《道 德 经》第 23
章) ，要力争做到“善言无瑕谪”( 《道德经》第 27 章) ，
努力行“不言之教”( 《道德经》第 23 章) ，也就是说，更
多地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即榜样的力量( 就是“色”
的一种体现) 去感染他人，而不是付诸言语。法家学派
的代表韩非子认为，用各种手段察知被说服者的特性
是说服传播成功的前提。《韩非子·说难》篇一开始
就指出:“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
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⑩他认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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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沟通过程中接受者的心理是造成说服困难的主要因
素，要想克服这样的困难，说服者最重要的，同时也是
最难获得的就是洞察力。墨家也十分注意说服沟通中
语言的技术。《墨子·修身》有言: “慧者心辩而不繁
说”“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言语要有智慧，体现在
内心有个不动声色的“辩”的过程，而不轻易去说，如
此才能在说服中掌握主动。《墨子·非命》中更是直
接提出“言有三法”的学说: “凡出言谈，为文学之道
也，则不可不先立仪法。若言而无仪，譬由立朝夕于运
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
诚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墨家认为通过掌
握言语的法则，既可以认知他者的心思，也可以把握自
己的心思，如此方可通畅沟通。由此可知，无论儒道法
墨各学派都认为“察言观色”在古代的说服传播艺术
实践中是十分重要的。
3．“察言观色”: 社会情境论的中国表达
“察言观色”论强调针对特定对话情景下的特定
说服对象的把握，揣摩对方的心理。观察的对象包括
谈话对象的言语、表情、性格、社会地位和谈话场景等
多重因素。这种对于具体情况和对象分析的标准与方
法，与戈夫曼研究的“情境社会学”不谋而合。戈夫曼
提出，社会情境是研究互动秩序的基本单元，各种偶然
性( 能动性与风险) 及其初始效应都发生于社会情境
之中，它也是一切身体性展示的自然剧场。瑏瑡在情境社
会学中，沟通场景可以被单独列出进行探讨的符号单
元，人们在不同场景，面对不同的人，会表现出不同的
非言语符号，表达出不同的语言符号，强调对情境的洞
察。这一点与“察言观色”涵义中的视觉活动与心灵
活动共同作用，进而与洞察本质相通。言语行为是构
建情境社会学的出发点。情境社会学将言语行为分为
两类: 一类是相关性分析，包括年龄、性别、阶级、种族、
宗教、代际、国别、教育、文化认知假定、双语能力等因
素，实质上是从人的社会属性上来讨论，与之相对应的
是中国古人在说服前察言观色时考量的阶级、教育水
平等; 另一类是指示性分析，包括语音、音素、语素和句
法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古人在
说服时对被说服者的神态、精神状态、心情、语调等因
素的考量。实质上，中国先贤提出的“察言观色”论，
在潜意识里已涉及观察言语、身体语言等符号以及文
化教育、社会地位和时机等社会属性，只是尚未将其划
分明确的类别，也未将其归纳为统一的研究路径。例
如孔子认为要以了解客方的身份地位为前提才能通过
说服达到“正名”的效果; 又如鬼谷子总结的说服术中
“量权”也属于这里的社会属性观察范畴。“将叛者，其
辞惭; 中心疑者其辞枝; 吉人之辞寡; 躁人之辞多; 诬善
之人其辞游; 失其守者其辞屈。”瑏瑢这里对不同性情和状
态的人语音语调以及言语内容的总结归纳，可以体现中
国古代的“察言观色”也将指示性分析纳入说服的考量
层面。在《吕氏春秋》的记载中，东郭牙便是对表情、动
作等非言语传播符号具有高超洞察力之人: 尽管听不见
朝堂内的人说话，他通过表情、口形以及指点的方向便
能猜出谈话内容。他还善辨别君子之“三色”，即“钟鼓
之色”“衰绖之色”“兵革之色”三种不同的神色。瑏瑣
此外，面对面互动系统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情境
具有外 在 性 和 强 制 性，情 境 亦 会 产 生“社 会 结 构 效
应”瑏瑤。不同的社会环境对社会属性与言语本身的属
性的各个因素的强调程度不同。在中国古代社会权力
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下，阶级这一社会属性因
素最为突出，说服传播过程大多出现在以下对上的交
流中，是“察言观色”论的研究主体部分。《史记·孟
子荀卿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有人曾两次将齐国人
淳于髡引荐给梁惠王，但每一次梁惠王单独接见他的
时候，本该他进谏，他却选择了沉默。当被问及为何如
此的时候，淳于髡说第一次从大王的表情和神态上看
出他正想着骑马奔跑，第二次看出他正想着美妙的旋
律，因此他认为这不是说服的最好时机，进而选择了沉
默。当梁惠王知道他不说话的原因的时候，大吃一惊，
对淳于髡的智慧留下深刻印象，又再一次召见了淳于
髡。这次梁惠王处于专注状态，两人一口气谈了三天
三夜，最终梁惠王听取了淳于髡很多的建议。首先，淳
于髡在这次说服案例中的分析要素就包括了社会属性
以及言语符号。梁惠王是君主，考虑到阶级属性，他不
能很强硬地要求梁惠王关注进而灌输自己的观点，必
须选择梁惠王想听的时机。在言语属性上，通过观察
梁惠王两次情境下的精神状态，淳于髡分析其非言语
行为，得出梁惠王实质是身在神离的状态，进而选择沉
默。其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淳于髡对情景进行了
分析，找到了说服的最佳时机。所谓最佳时机，没有一
个具体或统一的标准，需要说服者在说服过程中，从说
服目的出发，根据对象的性格特点、精神心理状态来判
断和捕捉具体时机，这是对于“情景”的把握。
此外，古人常常通过“潜语”传播艺术来创造合适
进谏的情境。恰逢岁饥，宋代马光祖为了创造进谏的
机遇，“光祖谒王，辞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
往，卧客次，王不得已见焉”瑏瑥。此时，“潜语”不仅为说
服创造了情境，还进行了气氛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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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淳于髡以及“潜语”修辞的例子我们可以知晓，
古人在特定的情境框架下，通过面部表情和神态判断
出接受者在沟通中的心理，加上对阶级身份的判断，准
确把握并创造了说服传播的时机。这样的说服活动也
体现了中国古人同戈夫曼有着如出一辙的对不同情境
不同人进行分析的取向。
4．“察言观色”: 符号互动理论的中国阐述
“察言观色”论强调沟通中观察言语和非言语的
细节，是人的心灵与社会经验的结合，是选择说服策略
的前提，影响着具体说服策略的实施。米德的符号互
动论认为，人类的语言、文字、手势、表情等姿态，就是
包含着交往双方共同理解的“意义”的符号。符号互
动论有一个重要的推论是，共享“意义”的符号是在不
同的社会政治条件、经济基础与文化环境下的人经历
社会化过程而得出认知的。在社会化的历程中，人们
逐渐获得社会经验，对不同的符号产生了文化圈层内
共同认知的意义。“察言观色”论的核心是对言语与
非言语符号的解读，需要建立在人社会化的经验上，与
符号互动论 的 结 论 是 一 致 的。所 谓“圣 人 相 谕 不 待
言”便是指不用讲话便可以领会彼此的意思。基于共
同的文化环境，“圣人”凭借非言语符号就可获取信
息，听于无声。例如管仲对神态揣摩达到圣人之境，有
一次桓公与管仲本密谋伐卫，第二天上朝桓公还没有
说话，管仲“以容貌音声”便知道桓公改变了自己的主
意。同时，符号互动论认为，人会先对当下的情境进行
判断解读，再思考何为最适宜的举动，进而行动。“察
言观色”实践对弦外之音和面相的关注表明了首先对
行动主体的人、角色关系，人的行为、时间、地点和具体
场合这些符号构成的系统要有个人理解，这是环境与
心灵相互作用的认知路线。同时，符号互动论认为个
体对情境的主观解释会直接影响自身的行为。个体的
主观解释既有个体的因素，也有社会经验，包括了个体
对不同因素重要程度的考虑以及个体通过社会经验得
出的符号意义阐释，同时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说服行为
推动不同的情境的转化。其中，鬼谷子提出的“钓语”
修辞，是察言观色后遣词用句的法则。他强调说服者
可以通过冷静观察把握言与无言的辩证关系，灵活运
用反语等修辞揣测真情，即“钓语合事得人实”。在针
对说服沟通的受者有言语及非言语各类符号的判断基
础上，说服者会选择使用中心说服策略还是边缘说服
策略达成效果，才会衍生出中国古代各种具体的说服
技巧。因此，我们可以将“察言观色”论表述为: 在心
灵与社会化的相互作用下中国人对各种符号产生将文
化共性与个性融于一体的情境化理解，进而将其转化
为有效地指导着自身的交往实践，从而达到展现自己
观点与形象，说服他人接受的系统进程。
二、“察言观色”论形成的社会传播结构
政治制度与文化环境深深影响着古代说服传播活
动。追溯华夏“察言观色”论的产生原因，不难发现，
其实际上是受到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由于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即中国有着严格的等级
制度与“家天下”的文化特征，说服传播活动在古代更
多地体现为于下对上的进谏。
( 一)“家长制”传统是“察言观色”产生的制度背景
尽管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经历了具体管理制度的
种种流变，但是其本质核心仍旧是“家长制”。为了巩
固统治，周朝通过分封子孙建立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
的政治集团，防止政权颠覆。同样的思路为后世王朝
所继承，将天下合理化为天子的天下，天子是管理整个
大家族的“家长”，形成“家天下”的政治制度。而面对
广阔的国家管理统治范围，天子开始选拔官吏来管理
各地，形成了由天子、三公、诸侯、正长构成的层层机
构，形成一个权力圈层，天子在权力圈的最外层，按照
官职大小权力圈也层层缩小。但是由于天子一人无法
时刻监管各地，权力交付给各级官员后，各级官员对权
力的支配具有一定自由度，各级权力圈的官员通过勾
连关系形成了“潜权力圈”。同时由于实质上管理百
姓的是各地官员，百姓心中有关天子权力的概念较为
抽象。“家天下”的统治思想使得“家长”在“权力圈”
中的作用被夸大，被抽象化和实际中的大大小小的“范
畴化”，形成了具体权力范畴和权力关系网络。瑏瑦在这
样的封建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分化，
进而为说服关系的不平等埋下了伏笔。
( 二) 集体主义意识是“察言观色”运作的行动指南
为了维护统治，统治者同时在思想上对百姓进行
意识形态的影响。农耕文化将中国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合作，孕育出集体主义意识。上层建筑的施力更强化
了中国文化中对集体的重视，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
治延伸出的人伦关系约束着国人。中国古代文化下的
人不具有独立性，其行为不是个体的意识使然，始终受
着传统文化的纲常伦理约束，也只有恪守中国传统文
化价值观，个人的价值才得到实现，人的存在才得到认
可。中国 人 生 来 就 必 须“做 人”，而 不 是 像“西 方 人
‘是’( to be) 人，一个只‘是’他自己而不肯在别人面前
去‘做’的人”瑏瑧。在中国古代社会，“身”与“心”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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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又不完全重合。“心”寄托于个体的“身”，但同时
在传统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影响下，需要肩
负人伦与社群关系责任。中国古代社会的个体尽管能
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自己的身体，但是个体的身体也与传
统文化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忠孝观念产生了联系。
作为个体，中国人整个“人”被组织的方式，就是让自己
之“身”由人伦与社群的“心”去加以组织，而不是由自己
去组织的; 因此，就总会觉得能对自己加以肯定的力量
来自“身”外———别人、众人、集体、国家、民族等。瑏瑨在中
国传统“家天下”的文化中，只有恪守家族伦理，达成家
族设定的价值标准，才能使得身心安放。
( 三) 纵向传播强于横向传播的社会传播结构是
“察言观色”存在的现实规范
可以说，政治上，上级与下级有着严格的分界，导致
华夏说服传播成为了传受双方不平等关系的沟通。文
化上，正是在为了追求身心安顿的“家天下”文化的影响
下，古人在说服传播行为中才格外讲究“察言观色”。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社
会的传播结构。中国古代的说服传播深受枝杆型的社
会传播结构影响，而“察言观色”则是此结构下达成说
服目的的必备能力。一种文明的生长发展所经历的意
义创造和秩序建构过程伴随着传播结构的形成，“家天
下”的政治思想塑造了以纵向传播为主、少有横向传播
的层级传播结构———枝杆型社会传播结构。枝杆型的
社会传播结构是指特定组织结构的最高主宰，如君、
父、师、长等，他们是整个组织的信息总汇和发源地，没
有与之平行的制衡因素。从信息的发源地开始，信息
传播是纵向的条贯联系，逐层垂直沟通，形成了上层高
度集中与下层普遍分散的形状。瑏瑩在这个传播结构中，
几乎没有真正独立的承担着为全社会发布信息的机构
设施，这就使得社会成员只能够透过各阶层意向的栅
栏来猜测信息与发布者的喜好。在这样的社会结构
下，“察言观色”论在说服传播中应运而生。信息需要
从下级往上级传递的过程则属于说服传播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察言观色”能够使得说服者体察到真实信
息，是有效说服的前提。
三、“察言观色”论蕴涵的传播艺术与伦理
本部分着重探讨这一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说
服观念在传播艺术上的具体体现，进而剖析其实践过
程中蕴涵着的伦理精神。
( 一) 作为说服艺术的“察言观色”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察言观色”一直被视为说服
传播艺术重要的环节。框架分析理论认为，人们对具
体场景赋予的意义叫做“框架”，当人们对一个具体的
情境产生共同认知的恰当行为时，便形成了社会秩序，
这就是“框架型构”。可以看到社会秩序的形成体现
着人的社会化过程，其影响因素包括具体的政治制度、
经济基础、社会文化等因素，并且通过人际互动，这种
社会秩序不断得到巩固与维持。我们对社会现实进行
思考的反身性特质本身亦是一种框架。框架概念将更
多的细节带入到情境之中，情境并非是无法解释或理
所当然的，它们能够通过详细考察其周围的框架而得
到阐明。瑐瑠也就是说，当古人“察言观色”、思考分析当
下的具体情境的时候，有其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秩序特
征，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情
境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结构化的实体。情境是预先便存
在的，体现着社会现实，我们每个人只能走进或离开不
同的情境而无法使得一个情境从无到有，也就是说，人
扮演的是对情境的解释角色。通过社会经验的总结，
人们能够得出一种情境向另一种情境转变的原因，因
此，人们可以预见自己行为施加给情境的影响。也就
是说“察言观色”实际上不是一个无迹可寻、只关注特
殊性的说服艺术，相反，是对情境的预见与把握。
在说服中，时常需要“巧辞谲谏”，前提是使用时
需要对被说服者的内心实情有完整而清晰的了解与把
握。要想更深入掌握“察言观色”的要领，应该以“观
察”和“探测”为出发点，综合有关古人说服技巧的典
籍，可总结出以下三点说服艺术要领。
第一，以静观动，认真聆听。《鬼谷子》提出: “人
言者，动也; 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瑐瑡强调说
服者要成为一个良好的倾听者，才能不放过隐藏在信
息中的蛛丝马迹。孔子也强调聆听的重要性:“多闻阙
疑，慎言其余”瑐瑢，“侍于君子有三愆: 言未及之而言谓
之躁，言极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瑐瑣。
可见，在孔子的说服艺术观念中，很讲究不直接用言
语，而是多聆听并从对方的言语中把握其真实意图。
聆听是有效沟通的重要环节之一，只有对想要说服的
对象进行仔细的聆听，才能有准确的理解。这里的聆
听不仅是指言语的字面意思，还包括了弦外之音。在
沟通中有着许多例如个人成见以及社会环境等噪音
时，只有以静观动，才能尽量规避不必要的噪音。在去
除噪音的同时，还要将具体的场合、人物关系等符号作
为一个系统纳入聆听的范围。
第二，反复验证。《鬼谷子》提出: “以反求复，观
其所托。”瑐瑤运用反语来反复验证对方的含义，从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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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所言有一个更精准的把握。老子在其言语实践中
亦具有“正言若反”的特色，注重利用矛盾修辞以激发
受众的深层次思考，如“将欲歙之，必固张之; 将欲弱
之，必固强之”瑐瑥。首先，反复验证能够帮助说服者透
过表象看到实质，得出对方的秉性与品格。如《韩非·
内储上》记载的，燕相假装对他的左右说他看到一匹白
马跑出了大门，于是其左右出门探寻实情，说确有其
事，但是实际上这只是燕相为了考察其左右是否真信
而随意说的谎言。其次，从心理学而言，反语也更容易
激发人的解释欲望。古人亦常将其观点隐藏在反语
中，从反面出击，巧妙地实现说服目标。回应是聆听阶
段的最后一环，而如何回应对探寻的技巧提出了较高
的要求。简单的重复容易忽视理解的微妙差异，但运
用反语，能够激发对方对自己的观点进一步解释，从而
得出其观点背后实质的涵义。此艺术运用的关键在于
把握主客双方的辩证关系。
第三，象比结合。《鬼谷子》指出: “言有象，事有
比。”即言语有外在的形象，而事理也有可类比的范围，
只有当语言和事理互相契合，才能判明对方讲的是不
是实情，进而洞悉人心。墨家学派概括了四种修辞技
巧:“举也( 者) ，物而以明之也; 体也者，比辞而俱行
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
其所不取之，用之其所取者，予之也。”瑐瑦这里提到的譬
喻、排比、引喻、转喻等修辞与象比结合相似，都是将所
指物和其他相似物进行对比的修辞方式，也都是分析
语言交流的方式。象比结合除了作为说服说辞中的具
体表现形式，还可以运用比喻在一开始探测与揣摩被
说服者的实意与言外之意。这样的方式好处在于能更
加形象地理解对方的意思，而不会使得说服者的目的
性过强。类比的方式与二次编码相似，需要对信息进
行解码后，再进一步根据理解进行二次编码，选择一个
受者能够理解的方式类比，进而探询其真实含义。正
确理解说服者的原本立场与所言之意是选择说服策略
的基础，而象比结合通过情景化的比喻能够帮助说服
者更好地探测表象之下的真心，考察对方言语字面意
思之外的弦外之音。为了使象比结合有道，往往需要
注重遣词用句，以及隐喻范式的运用。例如淳于髡在
向君主进谏时，通过大鸟“不飞不鸣”投射君主无所作
为，大鸟“一鸣惊人”投射君主奋发有为，在二者中建
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将陌生的认知领域转换为熟悉
的领域瑐瑧，体现了其十分讲究遣词用句的修辞艺术。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三个技巧之间既彼此独立，又
存在着递进关系。“以静观动”强调的是察言观色中
的“观察”部分，而“反复验证”与“象比结合”强调的是
通过言语技巧来引导被说服者进行言语或非言语的反
应，进而达成探测实情、确认被说服方立场的目的。然
而，虽然探测的方式有二，但无论是“反复验证”还是
“象比结合”都需要首先“以静观动”，对被说服者的性
情和立场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再以此为基础通过两种
探测方法引导对方说出更多，以考察言语本身的含义
与弦外之音。
( 二) “察言观色”论发扬的伦理精神
说服是一个注重效果的实践性传播活动，但同时
也要注重说服艺术的灵活运用和社会道德原则的遵循
这一二元平衡。《说服学———攻心的学问》一书便归
纳探讨了说明艺术与道德规范的几对辩证关系:“君子
必辩”与“讷近仁”、“道德原则”与“灵活性”。该书认
为，孔子的讷言是针对巧言令色而言的，说话要讲究慎
言，慎言既包含了考察具体情况，也包括了言行统一，
重视社会效果。同时，“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瑐瑨的意
思是光讲究道德而不分时间场合，达不到说服效果。
最终该书得出结论: 说服者应该坚持道德的原则，但同
时也要具体分析是大信还是小信，大义还是小义。可
见，古人在讲究功效的活动上，仍提倡道德先行，在伦
理支撑的框架下再灵活运用各种说服艺术。
与“巧言令色”不同，“察言观色”作为说服传播的
手段，不仅仅具有达成说服目标的实际效用，还承载着
中国古人坚守的伦理道德。
其一，“察言观色”论的要旨在于不仅为了独善其
身，更是为了兼济天下。尽管孔孟与韩非子阐述了“察
言观色”在说服中的首要作用，但他们仍强调“察言观
色”不能沦为追名逐利的手段，而是要成为拯救时世的
崇高理想的实现手段。在孔孟的说服思想中，说服被
纳入了“礼制”的社会体系，强调说服者在说服的过程
中讲求道德。随后，韩非子明确提出“听用而振世”的
说服观。他明确提出说服是为了拯救时世，服务社会，
使得说服传播不再是一种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
艺术。在《说难》一文中，韩非子写到: “伊尹为宰，百
里奚为虏，皆所以千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 然犹
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 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
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瑐瑩这说明韩非子
认为“察言观色”要目的纯正，心系天下，而不是牺牲
个人的名利。相比较而言，从智者学派运用修辞机制
达到个人目的到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提出的“修辞
是在一个特定情境中，揭示所有可以达到劝服方法的
艺术”，同时期古希腊的修辞学一直没有明确将说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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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提升到社会道德层面。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对于说
服艺术和伦理道德的分寸拿捏有着较早的觉醒，而“察
言观色”既扮演着达成目的手段的角色，同时也是古人
风骨与心怀天下的凝结精华。
其二，“察言观色”论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究其
根源，伦理差异与社会意识形态下的集体意识与个体
意识相关，而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形成与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相关。得益于黄河和长江流域适宜的气候
与肥沃的土壤，中国农业文明迅速发展，而以农耕为本
的方式使得人们依赖土地维持生存。“家天下”的封
建世袭制政治制度通过掌握全天下的土地，对天下实
施管制。统治者综合运用各种政治制度加强自身统治，
最终以取得统治权的整个家族的家长的血缘关系为基
点和中心，形成扩展性家族组织。这种以土地为依据的
家族社会制度绵延千年，构成一个层层分级、脉络分明
的庞大集体瑑瑠，形成了集体意识。因此，在中国古代社
会，个体与群体具有紧密的联系，个体的价值实现与群
体的伦理观念相关。进而在“察言观色”时，需要先遵循
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再去实现个人目标。
但是对于古希腊而言，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
形成较为紧密而联系的关系，口语传播的表达更多影
响着个人利益的实现。地处欧洲大陆的古希腊由于地
中海气候以及土地的破碎，没有形成大集体，同时濒临
海岸促使他们出海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最终形成松散
的城邦。城邦中人们追求的是个体的平等，强调个体
的自我意识。文化方面，苏格拉底强调的“认识你自
己”和“美德即知识”都是侧重对自身的关注与审视，
较少提及与集体相关的意识。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
下，“察言观色”对于古希腊文明而言更倾向于一种说
服策略与艺术，而很少提及社会责任层面的伦理道德。
综上所述，“察言观色”论是一种集华夏说服传播
观念与艺术于一体的理论表征，其“言”与“色”所展现
的是中国人对语言与非言语符号的情境化理解与运
用，更是符号互动论的中国式表达; 其“察”与“观”则
体现出中国式的实用理性，一方面反映出中国人的生
存艺术，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中国人的沟通智慧，尤其是
说服智慧，将人的内在自我传播与人际的说服活动美
妙地统一起来，从而含蓄地达到了建构和谐关系的目
的，灵妙地实现着说服效果。
( 厦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校长基金—创新团队项
目“海峡两岸舆论: 动力机制及其演化轨迹研究”〔项
目编号: 20720171005〕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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